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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相关数据，借助中国出口配额取消这一政策冲击，对中国企
业的“出口－生产率悖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营商环境的相关数据提出假设———企业在寻租能力与
创新能力上的双重异质性是理解该悖论的关键。在经典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企



场面临的竞争要激烈，因此内销企业具有相对更高
的生产率。刘竹青和佟家栋［１４］从要素市场扭曲的

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与其生产率的关

系，认为低估的要素价格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生
产率下限，使得出口倾向较高的低生产率企业大量
涌入。此外，部分文献提到了制度因素对企业出口
选择的影响。例如：赵伟和赵金亮［１５］通过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中国企业的
出口倾向并非完全由生产率决定，还受到企业所有
制类型的巨大影响；刘竹青和佟家栋［１４］提出，户籍
制度、地方政府价格管制等因素造成的要素市场扭
曲是解释中国出口生产率悖论的重要视角。然而，
这些文献仅简单地提及了可能的制度因素，如贸易
和产业政策、户籍制度和要素价格管制等，且只是将
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分析悖论成因。
以上文献对于理解中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

悖论”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依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
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实证研究多为简化形式的
计量分析，与逻辑严密的结构化估计相比，其因果判
断缺乏有效性；第二，对制度因素的分析过于简单
化、表面化和外生化，没有对制度因素的具体形态、
微观基础及作用机制进行严谨的内生化分析；第三，
理论探讨局限在企业的一维异质性框架内，没有突
破经典的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第四，忽略了出口企业在寻
租与创新之间的双重选择问题。
在研究企业理论的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寻租问

题是一个重要分支，其思想源于１９６７年Ｔｕｌｌｏｃｋ对
关税和垄断的福利成本分析。Ｔｕｌｌｏｃｋ［１６］指出：关
税或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往往大于其预期值，
人们会通过疏通关系等行动来竭力减少损失、获取
额外收益。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７］于１９７４年正式提出了“竞争
性寻租”这一概念，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会
导致多种形式的租金，人们会围绕租金展开竞争，寻
租方式除正当手段之外，还包括行贿、走私和黑市交
易等不正当途径”。她还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揭示了
寻租与创新的替代性关系：在完全管制的情况下，企
业会将所有资源用于寻租以获取额外收益；在没有
管制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谋求技术创新来获取利
润；在中间情况下，企业会在寻租与创新之间进行
取舍。
近几年，从企业层面探究寻租、创新或两者关系

的文献主要从反腐、政府规制和企业家行为等路径
入手。例如，Ｌｉ、Ｗａｎｇ和Ｚｈｏｕ［１８］分析了反腐对于

中国信贷市场的再分配效应。其结果显示，反腐行
动弱化了国有企业的政治联系，使得信贷资源从国
有企业流向生产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非国有企

业，从而提高了整体的投资效率。钱爱民和郁智［１９］

探究了官员晋升压力如何影响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的关系，证实了官员晋升压力会抑制环境规制对企
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胡永刚和石崇［２０］建立了

一个包含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选择的两部门（国有
和非国有）模型，考察了市场扭曲、法治水平对经济
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在市场扭曲严重的情
况下非生产性寻租行为对增长有刺激作用，但当发
展水平超过一定阈值后，国家需要加强法治以遏制
寻租行为、矫正过度扭曲的资源分配。以上文献或
证实了反腐对信贷效率的提升作用，或探索了规制
与创新的关系，或通过企业家精神考察了寻租对增
长的影响，但是都没有直接从企业选择角度揭示寻
租与创新的内在关系。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

论”的成因，本文分别从实证和理论两个角度对该悖
论进行细致分析，并借鉴寻租和创新相关文献中的
有益观点和方法，从企业双重选择的视角解读“出口
－生产率悖论”。在第２节，利用中国纺织服装业的
政策冲击———出口配额取消，通过分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业企业数据，对比不同类型企
业的出口变化情况，有效识别并凸显制度因素的重
要性，并结合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排名和跨境
贸易便利度指数，具体化制度因素的内生形态———
寻租，从实证角度探讨出口企业的二维异质性———
寻租能力和创新能力，明确出口企业在寻租与创新
上的双重选择问题。在第３节，集中于理论分析，改
进基于一维异质性的经典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引入制度因
素———企业的寻租能力，建立具有二维异质性的拓
展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借助市场均衡条件分析企业在寻租
与创新之间的取舍，以此揭示“出口－生产率悖论”
的形成原因。在第４节，总结并讨论本研究的基本
结论、创新之处和现实意义。

２　企业的双重选择———基于工业企业
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

２．１　数据描述及典型事实
中国“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发现归功于一系列

基于企业层面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
研究大多使用约化形式的计量分析方法，而约化形
式的计量方法难以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借
鉴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Ｓｃｈｏｔｔ和 Ｗｅｉ［２１］的识别方法，利用
２００５年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配额取消这一政策变
化，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将所有纺织服装业企业
分为两类———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包括外商和港
澳台企业），据此考察出口配额的取消对两类企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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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状况的影响。
本文用企业的平均出口交货值衡量其平均出口

状况，所用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如下两个数据库：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全部为企业层面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按企业类
型划分的行业层面数据，来自于ＥＰＳ数据平台整理
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库，数
据更新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因此２０１５年数据仅为前

１０个月的累计值，非全年数据。
图１显示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业两

类企业平均出口交货值的变化趋势。从全行业来
看，在２００５年出口配额取消前，企业的平均出口
交货值相对平稳，小幅震荡；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企

业的平均出口交货值则持续增加，这说明出口配
额取消后中国纺织服装业企业的外部需求不断扩

大；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企业平均出口交货值的小幅下
行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需求收缩；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行业的平均出口交货
值大幅提升，究其原因，除出口需求回暖以外，原
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扬带来的单位产品价格提升也

是重要因素。
虽然２００５年出口配额取消后中国整个纺织服

装业的平均出口交货值连续３年增加，但是不同类
型的企业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表现（见图１）：内资企
业的平均出口交货值连续４年下降；而外资企业（包
括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平均出口交货值却连续３
年上升。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业两类企业的平均出口交货值

　　两类企业的出口情况在出口配额取消后的巨大
差异同样反映在出口增长率上。图 ２ 对比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两类企业出口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５年出口配额取消前，内资企业出
口增长率（同比）的变化趋势与外资企业基本一致，
只是两者的变化幅度略有差异；而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两
类企业出口增长率（同比）的变化趋势则呈现出完全
相反的情况（见图２标识的趋势背离区），即内资企
业的出口增长不断恶化，而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却
不断改善。
根据图１和图２显示的典型事实，笔者推测：在

２００５年出口配额取消前，内资企业的获取配额能力
较强，因此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其平均出口交货值连续上
涨，但其制度优势随着２００５年出口配额的取消而消
失，其相对较低的生产率水平使之难以与生产率较
高的外资企业竞争，因此其平均出口交货值在２００５

年后出现持续下降；与之相反，配额制度对于外资企
业而言是一种制度劣势，虽然外资企业拥有更先进
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但是配额制度抑制了其出
口规模的扩大。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纺织服装业两类企业的

出口增长率（同比）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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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回归分析
基于上文中的典型事实，本文设置 ３ 个变

量———企业类型变量、政策变量及两者交互项———
构建线性计量模型，并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回
归，定量分析出口配额政策对两类企业出口交货值
的影响。

２．２．１　内资企业回归模型及其结果
本文构建如下内资企业回归模型：

ｙ＝ｌｎｃｋｊｈｚ＝β０ ＋β１ｄｖ＿ｎｅｉｚｉ＋β２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

β３ｄｖ＿ｎｚｚｃ＋μ。
在内资企业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形

式的企业出口交货值，记为ｌｎｃｋｊｈｚ；ｄｖ＿ｎｅｉｚｉ是表
征企业类型的哑变量，企业登记类型为内资企业时
ｄｖ＿ｎｅｉｚｉ＝１，企业登记类型为外资企业时ｄｖ＿ｎｅｉｚｉ
＝０；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是表征出口配额政策的哑变量，若
年份在２００５年之后，即出口配额政策取消之后，ｄｖ
＿ｚｈｅｎｇｃｅ＝１，若年份在２００５年之前，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
０；ｄｖ＿ｎｚｚｃ为上述两个哑变量的交互项，反映出口
配额取消后内资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变化情况。根据
经济含义，ｄｖ＿ｎｚｚｃ的回归系数应为负值。这表明，
在２００５年出口配额取消后，内资企业隐含的配额获
取优势将不再起促进作用，因此其出口交货值降低。
表１的第（１）列信息，展示了内资企业回归模型的回
归结果：交互项ｄｖ＿ｎｚｚｃ的回归系数为－０．１１０，且
在９９％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在出口配额取消后
内资企业失去了原有的配额获取优势，其创新能力
不足、生产效率较低等劣势弱化了其出口竞争力，导
致其出口交货值减少。

２．２．２　外资企业回归模型及结果
本文构建如下外资企业回归模型：

ｙ＝ｌｎｃｋｊｈｚ＝β０ ＋β１ｄｖ＿ｗａｉｚｉ＋β２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

β３ｄｖ＿ｗｚｚｃ＋μ。
与内资企业回归模型一致，在外资企业回归模

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形式的企业出口交货值，即
ｌｎｃｋｊｈｚ；ｄｖ＿ｗａｉｚｉ是表征企业类型的哑变量，企业
登记类型为外资企业时ｄｖ＿ｗａｉｚｉ＝１，企业登记类
型为内资企业时ｄｖ＿ｗａｉｚｉ＝０；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是表征
出口配额政策的哑变量，若年份在２００５年之后，即
出口配额政策已取消，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１，若年份在
２００５年之前，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０；ｄｖ＿ｗｚｚｃ是前面两个
哑变量的交互项，其经济含义决定其回归系数应为
正。而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预期。外资企业回归模
型的回归结果见表１。由表１中的第（２）列可知：交
互项ｄｖ＿ｗｚｚｃ的系数为０．１１７，且在９９％的置信水
平下显著，表明出口配额取消对外资企业的出口交
货值产生了显著的刺激作用。这说明，在２００５年出

口配额取消后，外资企业的配额获取劣势随之消失，
其创新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等优势增强了其出口竞
争力，导致其出口交货值显著增加。

表１　配额制度对内、外资纺织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影响
（ＯＬＳ估计）

ｙ＝ｌｎｃｋｊｈｚ
变量 （１） （２）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ｄｖ＿ｚｈｅｎｇｃｅ　 ０．２４６＊＊＊（０．０１８９） ０．５３８＊＊＊（０．０６３７）

ｄｖ＿ｎｅｉｚｉ －０．３０３＊＊＊（０．０１６０）

ｄｖ＿ｎｚｚｃ －０．１１０＊＊＊（０．０２４３）

ｄｖ＿ｗａｉｚｉ －０．０４６０（０．０４０９）

ｄｖ＿ｗｚｚｃ　 ０．１１７＊＊＊（０．０３１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７００＊＊＊（０．０１２６） ９．５５９＊＊＊（０．０２４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２，７９９　 １１，０６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表示ｐ＜０．０１。

２．３　制度因素具体化：寻租与创新的双重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２２］发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数据

（见表２），中国大陆地区在１９０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７８位，且中国大陆地区的排名逐渐提高，但与中国
香港地区（第４名）、美国（第８名）以及中国台湾
地区（第１１名）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大陆地
区的营商环境仍有待进一步改善。从表２中的子
类指标来看，中国大陆地区在开办企业（１２７／

１９０）、办理施工许可证（１７７／１９０）、获得电力（９７／

１９０）、保护少数投资者（１２３／１９０）、纳税（１３１／１９０）
和跨境贸易（９６／１９０）六个方面的排名尤其靠后。
这充分证实了中国大陆地区在证件审批、合规审
查、



　　表３对比了中国与ＯＥＣ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高收入国
家在跨境贸易便利度指数上的显著差异。可知：中
国大陆地区的跨境贸易便利度指数在１９０个经济体
中排名第９６位，低于中国香港地区（４２／１９０）和中国
台湾地区（６８／１９０）的排名；且中国大陆地区的跨境
贸易便利度指数仅为６９．１３，远低于 ＯＥＣＤ高收入
国家的平均值（９３．８７）。从子类指标来看：中国大陆
地区企业出口所需的边界合规耗时（２６小时）是

ＯＥＣＤ高收入国家平均值（１２．４小时）的２倍，中国
大陆地区的单据合规耗时（２１小时）是ＯＥＣＤ高收
入国家平均值（２．６小时）的８倍；中国大陆地区企
业出口的边界合规费用高达５２２美元，约是ＯＥＣＤ

高收入国家（１４９．９美元）的３．５倍，而中国大陆地
区企业出口的单据合规费用则是 ＯＥＣＤ高收入国
家的１．５倍（８５∶３５．７）。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跨境贸易的便利化程度远
低于ＯＥＣＤ高收入国家，且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更
严格的边界合规和单据合规审查，所耗时间和费用
均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研究中国企
业的出口选择，机构设租和企业寻租是一个不可回
避的重要问题。面对严格的合规审查，中国企业在
接入出口市场时面临很高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为了
快捷而高效地进行跨境贸易，寻租成为出口企业的
一种重要选择。

表３　跨境贸易便利度指数及其排名情况（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

指标 ＯＥＣＤ高收入国家 中国大陆地区 北京 上海 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香港地区

跨境贸易便利度指数 ９３．８７　 ６９．１３　 ６７．４２　 ７０．５２　 ８０．１１　 ８８．９４
跨境贸易便利度排名 Ｎ／Ａ　 ９６／１９０ Ｎ／Ａ　 Ｎ／Ａ　 ６８／１９０　 ４２／１９０

边界合规耗时－出口（小时计） １２．４　 ２６　 ２９　 ２３　 １７　 １９
边界合规费用－出口（美元计） １４９．９　 ５２２　 ４２５　 ６０２　 ３３５　 ２８２
单据合规耗时－出口（小时计） ２．６　 ２１　 ３０　 １４　 ３１　 １
单据合规费用－出口（美元计） ３５．７　 ８５　 ７８　 ９０　 ８４　 ５７
边界合规耗时－进口（小时计） ９　 ９２　 １１７　 ７２　 ４７　 １９
边界合规费用－进口（美元计） １１５．１　 ７７７　 ７６０　 ７９０　 ３８９　 ２６６
单据合规耗时－进口（小时计） ４　 ６６　 ８０　 ５４　 ４１　 １
单据合规费用－进口（美元计） ２６．３　 １７１　 １９６　 １５０　 ９０　 ５７

　　注：Ｎ／Ａ表示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根据上文的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采用不变替代弹性（ＣＥＳ）的形

式，即Ｕ＝∫ω∈Ω
ｑ（ω）ρｄ（ ）ω

１／ρ
。其中：ω代表一种差

异化产品；ｑ（ω）代表其产量；Ω代表产品集；σ代表
差异化产品间的替代弹性，σ＝１／（１－ρ）（０＜ρ＜１）。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每个企业仅生产一种异
质化产品ω，企业使用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且市
场的劳动总量为Ｌ。企业面对弹性为σ的剩余需求
曲线，一般工资率ｗ 简化为１。根据企业的最优定
价原则，产品的国内价格ｐｄ（φ）＝ｗ／ρφ＝１／ρφ；产
品的出口价格ｐｘ（φ）＝τｐｄ（φ）＝τ／ρφ，其中τ表示
运输损耗成本。假设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可以自由
进入，但存在制度性摩擦，如新企业的行政审批、出
口配额、贸易单据合规和贸易边界合规等。企业为
进入市场必须付出一定的制度成本，企业的寻租能
力决定其最终付出的制度成本。设η（θ）为企业寻
租能力θ的作用函数，η＇（θ）＜０，即θ越大，η（θ）越
小。令ｆｉｎｓ 表示进入国内市场所需的总制度成本，

ｆｉｎｓ＿ｅｘ 表示进入出口市场所需的总制度成本，两者均
为常数。企业的生产成本用所耗费的劳动来衡量，
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成本表示ｌ（ω），
为ｌ（ω）＝ｆａ＋ｑ（ω）／φ。其中：ｆａ表示封闭条件下
的总体固定成本，ｆａ ＝ｆ＋η（θ）ｆｉｎｓ，ｆ表示国内市
场的生产（非制度性）固定成本；ｑ（ω）／φ为可变成
本，与产量成正比，与创新能力成反比。在进入出口
市场的情况下，企业的出口成本函数ｌ（ω）＝ｆｘ ＋

τｑ（ω）／φ。其中：ｆｘ 表示出口的总固定成本，ｆｘ ＝
ｆｅｘ ＋η（θ）ｆｉｎｓ＿ｅｘ ，ｆｅｘ 表示出口市场的生产（非制度
性）固定成本。

３．２　均衡条件
在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的微观基础上，对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市场总量分
析，可得到以下两个核心均衡条件。
自由进入条件：

π
－（φ＊；θ＊）＝ δｆａ

１－Ｇ（φ＊）
。 （１）

零经济利润条件：

π
－（φ＊；θ＊）＝ｆａ

槇φ（φ＊）
φ（ ）＊

σ－１

－［ ］１ ＋

ｐｘｆｘ
槇φｘ（φ＊）

φ
＊
ｘ （φ＊（ ））

σ－１

－［ ］１ 。 （２）

其中：π
－ 代表市场的平均利润；φ＊ 表示企业进

入国内市场的临界创新能力；φ＊
ｘ 则表示进入出口

市场的临界创新能力；θ＊ 代表企业寻租能力的均衡

临界值；δ表示企业每期均面临的死亡（退出）概率；

１－Ｇ（φ＊）表示企业成功进入国内市场的概率；槇φ代

表所有企业的平均创新能力；槇φｘ 表示出口企业的平

均创新能力；ｐｘ ＝１－Ｇ（φ＊
ｘ ）

１－Ｇ（φ＊）
，表示企业进入出口

市场的条件概率（在企业成功进入国内市场的条件
下）。
自由进入条件和零经济利润条件，是企业进行

出口决策时必须满足的两个必要条件。首先，企业
进行出口，有一个必要前提———企业有进入行业的
动机，即满足企业进入行业的预期收益至少等于固
定成本，这便构成了自由进入条件，即式（１）；其次，
在市场可以自由进出的假设下，企业在进入国内市
场或出口市场后，其经济利润的均衡结果应当为０，
这就是企业的零经济利润条件，即式（２）。此外，由
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及对称性假设，企业进入出
口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临界创新能力满足如下关系：

φ
＊
ｘ ＝φ

＊τ ｆｘ
ｆ（ ）ａ

１
σ－１
。 （３）

上述式（１）～式（３）式描述了模型的均衡状态，

φ
＊、θ＊ 和φ

＊
ｘ 是模型关注的三个决策变量，反映了不

同市场的进入决策对于企业创新能力和寻租能力的

临界要求。

３．３　数值模拟
模型的设定非常抽象，没有给出二维异质性的

具体分布，故模型难以得到显示解。，此外，与经典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相比，该模型存在二维决策变量，解的唯
一性也难以保证。因此，需要通过数值模拟阐释该
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均衡条件的函数性质，为简
化数值模拟过程，本文将市场的平均利润函数简单

设定为π
－

φ
＊；θ（ ）＊ ＝φ

＊ －１／θ＊ －ｃ。其中，φ＊ ＞
０，θ＊ ＞０，ｃ＞０。数值模拟在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下实现，

φ
＊ 在［０，１８］的区间上均匀取值，θ＊ 在区间［０，１８］
上均匀取值，ｃ是常数，令ｃ＝５。平均利润函数的
三维曲面图（图３）由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的ｓｕｒｆ命令生
成；企业双重选择的二维平面图（图４）由图３的投
影生成。
图３二维异质性企业的零利润条件图３显示了

零经济利润条件的模拟形态，零利润平面之上的部
分是企业创新能力和寻租能力双重选择的可行性集

合。图４描绘了均衡状态下企业双重选择（创新，寻
租）的临界值组合线，该线清晰地反映了均衡状态下
企业在寻租与创新间的权衡取舍。在均衡状态下，
企业创新能力的临界值φ

＊与寻租能力临界值θ＊ 负

相关，即寻租能力θ＊越低，创新能力临界值φ＊会被

推得越高。其经济含义是：当企业自身的寻租能力
较低时，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制度成本相对较高，只
有拥有较高创新能力的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国内市

９４

　　　　　　　　夏广涛等：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新解读　　



场。由式（３）可知，φ＊
ｘ／φ＊ ＞０且φ＊

ｘ／θ＊ ＜０，企
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创新能力临界值φ

＊
ｘ 与寻租能力

临界值θ＊ 也负相关。其经济含义是：寻租能力高的
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时面临的制度成本相对较低，

因此企业所需的创新能力也较低。一旦出口企业的
平均寻租能力高于非出口（内销）企业，出口企业所
需达到的临界创新能力会较低，创新投入也会相对
缺乏，这必然会压低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

最终的市场均衡是，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反而低
于非出口企业，即出现“出口－生产率悖论”。

图３　二维异质性企业的零利润条件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基于企业二维异质性的
拓展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可从企业双重选择的角度合理
解释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这表明，拓
展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贡献。

其均衡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寻
租能力是决定其出口选择的两大要素；第二，企业
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寻租能力与临界创新能力之

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寻租能力强但创新能力差
的企业也可以进入出口市场；第三，在有限资源的
约束下，具有出口倾向的企业会对寻租与技术创
新进行权衡取舍，即出口企业面临寻租与创新的
双重选择问题。

图４　出口企业的双重选择———寻租与创新

４　总结与讨论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已被众多实证文

献所验证，但是其成因研究却略显零散。主流的解
释主要有４类：一是低生产率的加工贸易企业占比

很高，拉低了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二是国内市场
的进入壁垒高于出口市场，较高的进入成本要求内
销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出口企业；三是中国的要素禀
赋结构使得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面

临的竞争比出口市场更加激烈，因此内销企业反而
具有相对更高的生产率；四是要素价格扭曲拉低了
市场准入的生产率下限，使得低生产率企业大量进
入出口市场。然而，现有研究中鲜有突破企业一维
异质性框架的结构化模型，尤其是缺少基于企业内
生性选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内生选择，从实证和理
论两个角度分析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重
点考察企业在寻租能力与创新能力上的双重异质性

如何影响其出口选择。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企业
的出口选择由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寻租能力（企业获
取快速审批、配额等政策优惠的能力）共同决定；企
业为扩大出口规模，企业会在寻租与技术创新之间
进行权衡与取舍，寻租能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寻租
行为获取出口份额，而无需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
产率和出口竞争力，这必然会压低出口企业的平均
生产率，导致“出口企业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
一悖论现象。

较之已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第一，在数据上，本文使用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
相关数据。具体而言，既使用了文献中常用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企业层面的工业企业数据，又借助

ＥＰＳ数据平台整理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行业层面的相
关数据，时间跨度较长，且按照登记注册类型对两组
数据进行了口径统一。

第二，在实证方法上，本文充分利用了２００５年
出口配额取消这一政策冲击，对比了内资与外资出
口企业对这一冲击的差异化反映，凸显了制度因素
的重要性，并通过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排名、跨
境贸易便利度指数以及开办新企业、施工许可证、单
据合规和边界合规等子类指标数据，提出制度因素
的内生化形态———寻租能力，并以此探究出口企业
的二维异质性———寻租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三，在理论模型上，本文基于企业双重选择的
微观基础，在经典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的框架下放松了关于
企业一维异质性的假设，通过引入关键的制度因
素———企业的寻租能力，建立了具有二维异质性的
拓展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然后通过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推
导出企业选择的最优条件，并对均衡条件进行了数
值模拟。模拟结果证实：企业在进行出口决策时面
临寻租与创新的权衡取舍。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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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全球范围内的科
技竞争日趋白热化，一国创新范式的发展至关重要。
梅亮和陈劲［２６］在细致研究制度情景与技术创新动

态交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实现公共价值为目
标的“责任式创新”，并基于制度四层次模型及其动
态交互框架深入分析了特定创新活动在国家层次、
产业层次和组织层次的公共价值溢出，在多个层面
的责任式创新实践中均具有指导意义。陈劲、尹西
明和梅亮［２７］基于中国情景和东方智慧提出的“整合
式创新”包含战略、全面、开放和协同四大核心要素，
不仅仅是科技强国战略的全新理论范式，更是中国
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的思维指南。毋庸置疑，企业的
创新能力是一国科技实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结合
当前中国高压反腐的时代背景，本研究对于企业创
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企业在决策时面临增强寻
租能力与提高创新水平的权衡取舍。这在宏观层面
上揭示了反腐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反腐会极大减少
权力机构的设租行为，进而降低企业无谓的寻租投
入，引导企业将发展战略聚焦于技术创新，从而有效
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
争力；反过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其市
场竞争力、净化政企关系、减少企业主动的寻租行
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效果。因此，目前中国的反
腐败、“负面清单”及备案制等举措将有效限制设租
和寻租行为，割断不正当政企关系，激励企业减少寻
租投入而增加创新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整
体生产率，最终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
竞争力。

参考文献

［１］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０３，７１（６）：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２］　ＷＡＧＮＥＲ　Ｊ．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Ｍ］．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４１．
［３］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ＹＥＡＰＬＥ　Ｓ　Ｒ．Ｅｘｐｏｒｔ　ｖｅｒ－

ｓｕｓ　ＦＤＩ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９４（１）：３００－３１６．
［４］　ＫＩＭＵＲＡ　Ｆ，ＫＩＹＯＴＡ　Ｋ．Ｅｘｐｏｒｔｓ，ＦＤＩ，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１４２（４）：６９５－７１９．
［５］　李春顶．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研究综述［Ｊ］．世界

经济，２０１５，３８（５）：１４８－１７５．
［６］　汤二子．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

重塑［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７（２）：３０－４２．
［７］　余心玎．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的实证研究［Ｊ］．技术经济，２０１４，３３（４）：１０７－１１３．
［８］　李春顶．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悖论”：基于中国制造业

企业数据的检验［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０（７）：６４－８１．

［９］　戴觅，余淼杰，ＭＡＩＴＲＡ　Ｍ．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

工贸易的作用［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４，１３（２）：６７５－６９８．
［１０］　ＤＡＩ　Ｍ，ＭＡＩＴＲＡ　Ｍ，ＹＵ　Ｍ．Ｕ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１：１７７－１８９．
［１１］　李春顶，尹翔硕．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

［Ｊ］．财贸经济，２００９（１１）：８４－９０．
［１２］　ＹＡＮＧ　Ｒ，ＨＥ　Ｃ．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

ｐｏｒ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９３（２）：

３６７－３８４．
［１３］　ＬＵ　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Ｒ］．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１０．
［１４］　刘竹青，佟家栋．要素市场扭曲、异质性因素与中国企业

的出口－生产率关系［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７，４０（１２）：

７６－９７．
［１５］　赵伟，赵金亮．生产率决定中国企业出口倾向吗？———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的分析［Ｊ］．财贸经济，２０１１（５）：

１００－１０５．
［１６］　ＴＵＬＬＯＣＫ　Ｇ．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ｔａｒｉｆｆｓ，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ｆｔ［Ｊ］．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６７，５（３）：

２２４－２３２．
［１７］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　Ｏ．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ｓｅｅ－

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４（６４）：

２９１－３０３．
［１８］　ＬＩ　Ｂ，ＷＡＮＧ　Ｚ，ＺＨＯＵ　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１９］　钱爱民，郁智．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

创新［Ｊ］．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２２．
［２０］　胡永刚，石崇．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Ｊ］，经

济研究，２０１６，５１（７）：８７－１０１．
［２１］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　Ｋ，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ＷＥＩ　Ｓ　Ｊ．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１０３（６）：２１６９－２１９５．
［２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Ｄ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

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ｄａｔａ．
［２３］　ＣＡＳＳＩＭＡＮ　Ｂ，ＧＯＬＯＶＫＯ　Ｅ，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ＲＯＳ　Ｅ．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８（４）：３７２－３７６．
［２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Ｊ，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７４（１）：３１－６６．
［２５］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Ｉ　Ｐ．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８，

７５（１）：２９５－３１６．
［２６］　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５（８）：３９－５７．

［２７］　陈劲，尹西明，梅亮．整合式创新：基于东方智慧的新兴

创新范式［Ｊ］．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０．

（下转第１３８页）

１５

　　　　　　　　夏广涛等：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新解读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２８（３）：４１３－４４６．
［３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

ｂ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Ｊ．

Ｃ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２００７，１５（１１／１２）：１０９３－１１０３．
［３５］　ＧＵＬＡＴＩ　Ｒ．Ｓｉｌｏ　ｂｕｓｔｉｎｇ—ｈｏｗ　ｔｏ　ｅｘｅｃｕ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

ｉｓ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ｆｏｃｕｓ［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
（５）：９８－１０８

［３６］　郑胜华，徐金发．联盟能力的整合构架剖析［Ｊ］．科研管

理，２００５，２６（６）：１２４－１２８．
［３７］　ＳＩＭＯＮＩＮ　Ｂ　Ｌ．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

ｈｏｗ：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７，４０（５）：１１５０－１１７４．
［３８］　ＨＥＩＭＥＲＩＫＳ　Ｋ　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Ｄ］．

Ｅｉｎｄｈｏｖｅｎ：Ｅｉｎｄｈｏｖ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
［３９］　彭伟，符正平．联盟能力对联盟绩效的影响机理研

究———以联盟网络构型为中介变量［Ｊ］．研究与发展管

理，２０１４，３３（２５）：１０－１９．
［４０］　ＢＡＲＮＥＹ　Ｊ．Ｆｉ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１，２７（１７）：

９９－１２０．
［４１］　ＤＹＥＲ　Ｊ　Ｈ，ＳＩＮＧＨ　Ｈ．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２３
（４）：６６０－６７９．

［４２］　ＫＡＬＥ　Ｐ，ＤＹＥＲ　Ｊ　Ｈ，ＳＩＮＧＨ　Ｈ．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２，２３（８）：７４７－７６７．
［４３］　闫立罡，吴贵生．联盟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Ｊ］．研究与发

展管理，２００６，１８（５）：２２－２８．
［４４］　ＧＲＡＮＴ　Ｒ　Ｍ．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９９９，３３（３）：３－２３
［４５］　ＰＡＲＫ　Ｎ　Ｋ，ＭＥＺＩＡＳ　Ｊ　Ｍ，ＳＯＮＧ　Ｊ．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３０（１）：

７－２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ｕ　Ｃｈａ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上接第５１页）

Ａ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　Ｇｕａｎｇｔａｏ１，Ｈｕ　Ｗａｎｇｙｉ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ｏ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ｈｏｃｋ，ｑｕｏｔａ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ｉ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ｚｚｌ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ｌｉｔｚ　ｍｏｄｅｌ，ｉｔ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ｌｉｔｚ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ｚｚｌ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ｋ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ｆｉｒｍ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ｌｉｔｚ　ｍｏｄｅｌ

８３１

技术经济　　　　　　　　　　　　　　　　　　　　　　　　　　　　　　　　　　　　　　第３７卷　第３期


